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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命寻找会址

3
建成红色地标

1951年7月1日，中共上
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出
版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
年特刊，用整版篇幅刊登了刚
刚找到的“一大”会址照片，标
题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不久，上海市市长兼上海
市委第一书记陈毅、副市长兼
市委第二书记潘汉年、市总工
会主席兼市委第三书记刘长
胜，一同参观了“一大”会址。
此后，前去参观、瞻仰的人络
绎不绝。董必武、李达也曾故
地重访，现场确认了该会址。

1951年10月8日，中共
上海市委发出通知：“一大”会
址、老渔阳里2号及博文女校
三处为纪念馆，并成立以夏衍
为首的管理委员会，负责设计
并领导这三个纪念馆的工作。
1952年 9月，中共一大会址
以“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第一
馆”为名接待一些外宾和领导
参观。1968 年正式改名为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会址纪念馆”。自建成纪
念馆并对公众开放后，参观人
员一直络绎不绝，人们来这里
了解历史，接受熏陶。如今，

“一大”会址纪念馆已经成为
上海最重要的红色地标之一，
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教育
之地。

1954年，姚溱奉调中宣
部，先后任国际宣传处副处
长、处长，1959年，升任中宣
部副部长，后兼任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秘书长。但在“文
革”开始后不久，1966年7月
23 日，这位来自江海大地、
才气横溢的姚溱，在重重政
治诬陷和迫害下含冤自尽，
时年45岁。

主持寻找中共一大上海会址的南通人
□羌松延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之
地”。从黄浦江畔石库门出发，我党已走过了百年历程，作为
红色起点的“一大”上海会址，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梦
想，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现已成为中国
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和党员群众的朝圣之地。可你是否知道，
七十年前奉命主持寻找“一大”上海会址的，是一位地地道道
的南通人。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
后，因环境所限，只能处于秘密状
态，没有公开进行活动。在大革
命时期，党忙于国共合作、开展工
农运动和支援北伐战争，没有条
件对党的诞生进行纪念。到土地
革命战争时期，又处于更加艰苦
的农村战争环境或白色恐怖斗
争，仍没有条件组织纪念。1938
年5月，已落脚延安的毛泽东在
《论持久战》一文中提出：“今年七
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
七周年纪念日”。其实，曾参加

“一大”会议的毛泽东、董必武回
忆是七月份召开，但都已记不清
确切的日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
下，因为缺乏档案资料，一时也无
法查证，这就把7月1日确定为
党的诞生纪念日。而将“七一”
作为党的生日，最早见于中央文
件，是在1941年6月的《关于中
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

年纪念指示》中。
尽管时间并不准确（后有学

者考证了“一大”会议于7月23
日开幕），但我党从此有了诞生纪
念日。作为党史要素之一的建党
时间已基本明确，可作为另一要
素的会议具体地点仍未能确定。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和
中央政府非常重视对革命史迹的
征集调查工作。上海是党的诞生
地，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
此召开。核实、调查党的“一大”
会址，恢复其原貌并修建成纪念
馆，对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
的教育意义极为重大。为此，
1950年9月，时任上海军管会主
任、上海市市长陈毅提议，并经上
海市委讨论同意，决定寻找并修
建党的“一大”会址纪念馆，以向
即将到来的建党30周年献礼，会
议同时决定，由市委宣传部副部
长姚溱具体负责此项工作。

姚溱，1921生于南通县金沙
镇，当年刚满而立之年。别看他
年轻，但资历不浅：就读通中期
间，已在报刊发表了不少文章；

“一二·九”运动时，积极组织当地
学生参加救亡运动；卢沟桥事变
前夕，在通组织“友声社”并任社
长，共同阅读、讨论进步书刊，宣
传抗日；1937年年底，又与袁明、
王晓曙一起编辑《救亡时报》，宣
传抗日救国；1938年 3月，与一
批进步青年参加特务总队政宣
队，并任民运科长。

其父姚味香，系地方开明士
绅，老国民党员，曾任县教育局局
长、县政府第一科科长。为领导
通如海启等地抗日运动，中共江
北特区委员会成立。因姚溱思想
进步及其家庭背景，1938 年 8
月，初建的江北特委就设在他
家。11月，姚溱参加江北特委组
建的金沙区抗日自卫队，任指导

员。1938年秋，江北特委发展第
一批党员，尚未到龄的姚溱被破
格吸收入党。

1940年，姚溱就读于上海大
同大学中文系。次年年底被调往
淮南抗日根据地，协助筹建由新
四军参与创办的江淮大学，之后
即留下从事新闻工作。1942年，
姚溱被牵入一起“左倾”冤案，经
陈毅干预后才得以纠正。1946
年年初，姚溱又被调回上海。根
据上海地下党指示，成立“宣传委
员会”并任书记。他以“秦上校”笔
名在《时代日报》、“波光”笔名在
《展望》周刊发表军事评论文章，
揭穿国民党的军事谎言，并暗示
战事之发展前景，令人拍案叫绝。

上海解放后，姚溱任市新闻
出版处处长，在夏衍领导下主管
报刊、出版、广播等工作。

1950年，姚溱升任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

2 如期完成重任
此时，离中共一大召开已经

过去了近30年。其间，屡经战
乱，当年的建筑是否安然无恙，实
在是一个未知数。为了完成上海
市委交办的这一特殊任务，姚溱
在会后即组织人员，成立了一个
以姚溱、沈之瑜、杨重光为主要成
员的寻访小组，着手对中共“一
大”会址的调查勘实工作。1950
年 9 月，福州路上海市委大楼
内，姚溱召集沈之瑜和杨重光于
宣传部办公室开会，具体研究寻
访“一大”会址的方案和步骤。

沈之瑜，原名茹志成，著名作
家茹志鹃胞兄，时任上海军管会
文艺处干部，1958年起任上海博
物馆馆长。杨重光，于1946年任
职《联合日报》期间入党，俄、英、
法会话、写作水平高。1949年8
月，奉调到上海市委宣传部，除日
常工作外，负责接待在上海过境
的苏联外宾。出版有《苏联的出
版》《苏联地理》等译著。

寻访小组通过上海市公安局
找到了仍留在上海的“一大”会议
出席者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同
时又从其子周之友处获悉，周佛
海曾有一本名为《往矣集》的回忆
录，书中记载有中共“一大”召开
的有关情况。根据姚溱的安排及

其提供的有关线索，沈之瑜、杨重
光分工合作，展开寻访。

1921年的杨淑慧，为时任上
海市总商会主任秘书杨卓茂之
女，经闺蜜王会悟（系“一大”代表
李达之妻，曾负责“一大”会务工
作）牵线，开始热恋的杨淑慧在当
年盛夏曾随周佛海在陈独秀寓
所、即《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居住
过，也到李汉俊家里去过几次。

周之友，原名周幼海，周佛
海、杨淑慧之子，于1946年杀出
旧营垒，投奔共产党，时任上海市
公安局社会处二室副科长。

根据周之友提供的线索，沈
之瑜在图书馆查阅了早已被封存
的《往矣集》一书，在该书的“扶桑
笈影溯当年”章节，周佛海在回忆
当年参加中共“一大”会议的内容
里，所提及的两个地点很有价值：

“一大”代表的住宿地是“贝勒路
附近的博文女校”；开会地点在

“贝勒路李汉俊家”。
与沈之瑜同行的杨淑慧，很

快就找到了她最熟悉的、时处南
昌路的《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在
宣传部干部沈子丞调阅了新中国
成立前的上海中小学注册簿后，
杨重光又在太仓路老居民帮助
下，找到了一幢镶嵌着红砖的青

砖二层楼房——博文女校，即当
年的中共“一大”代表住宿地。值
得一提的是，博文女校由湖北蕲
春人黄绍兰创办并主持，1920年，
该校因经费问题停办后，黄绍兰到
南通女师任国文教员。1921年
春，黄绍兰多年的忘年交、张謇之
兄张詧重其文章志行，出资助黄回
沪重开女校。就在中共“一大”开
幕前四天的7月19日，博文女校名
誉校长张詧还与黄炎培等人联名
为该校招生及黄绍兰鬻字发布启
事。因学校紧邻李汉俊家，又恰
好刚放暑假，便由与黄熟识的王
会悟出面，租了楼上3间房用于
住宿，黄绍兰不假思索便答应了。

最紧要也是最难找的是贝勒
路李汉俊的家，但由于原先住宅
变化较大，到了该地段后，杨淑慧
一时也拿不准。在这一带来回走
了许久，当看到一处写有“酱园”
两字的房子时，她才神情一振，而
紧邻酱园的就是一幢有着“恒昌
福面坊”大字招牌的两层石库
门。看了好一阵子后，杨淑慧有
了一点把握，终于说：应该是这里
了！——“一大”会址基本认定。

姚溱等市委宣传部领导听了
已经找到“一大”会址的汇报后，
都非常高兴。中共上海市委对此

非常谨慎，并没有就此立即确定
“一大”会址，而是进行了现场拍
照。随后，杨重光奉命于1951年
5月专程携照片赴京请示。据杨
晚年回忆，他把照片交给了胡绳
同志，经胡绳请毛泽东和董必武
看过博文女校照片后，认为“这不
是他们开会的地方，而是开会时
住的地方”，同时告知：“会议是在
（现任）农业部部长李书城家里开
的，他的弟弟李汉俊（早已牺牲）
是党的一大代表”。杨重光旋又
拜访了李书城，确认了“一大”会
址在上海租界望志路，李虽不知
道后来的路名和门牌号，但他回
忆了那幢房子的大体位置。

回沪后，杨重光立刻向姚溱
汇报了情况。姚溱当即建议他联
系杨淑慧，并将杨淑慧的电话号
码给了杨重光，又经多次实地勘
查，终于在当年6月确认了已地处
兴业路的“一大”会址。在此过程
中，姚溱一直关注着沈之瑜等人
寻访情况，并在了解进展情况后
及时给予指导。当“一大”等三处
革命旧址被找到后，他又指示寻
找一处最早的团中央活动机关，
并提供了该处对外原是一所外国
语学校的线索。在杨淑慧配合
下，也很快就找到了该旧址。


